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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要素、空间效应与城市经济增长收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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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新型生产资料,数字要素正加速向各产业部门渗透,为城市经济增长注入了强

劲动力,并深刻重塑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城乡与城际发展差

距具有重要意义。 依据《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结合投入产出分析方

法测度各城市的数实融合水平,并在此基础上考察数字要素投入对城市经济增长收敛性

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数字要素投入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能有效推

动城市经济增长趋于收敛,使绝对 β 收敛速度与条件 β 收敛速度分别提升 15. 74%和

4. 83%,并对不同地理区位、行政等级和资源禀赋城市的俱乐部收敛产生异质性影响。 机

制检验证实,数字要素主要通过两条渠道产生空间效应:一是打破地域壁垒与行政垄断,
缓解市场分割,促进生产要素在更广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二是加速先进技术的

跨区域传播与扩散,降低技术获取与应用成本,推动创新成果在城市间共享。 进一步区分

数字要素类型的研究发现,数字化产品与服务、数字技术及软件的投入对城市经济增长收

敛的促进作用大于数字基础硬件。 从城市体系维度回应了数字经济发展中的效率与公平

问题,并为发挥数字要素的空间效应、推动区域均衡发展提供了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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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化时代,数字要素经历了前所未有的

爆炸性增长,并加速渗透到各行各业,成为新兴

且关键的生产驱动力。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明确指出,要“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 健全

数据要素基础制度,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

一体化数据市场,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 [1]

区别于传统生产要素,数字要素具有更加明显

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展现出易于共享

和价值增殖的生产优势。 数字要素在促进城市

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能够发挥积极的空间效应,
从而推动区域协同发展[2] 。 然而,在我国区域

数字鸿沟未有效弥合的背景下,数字要素与实

体产业的融合也表现出明显的城市偏向,给不

同城市带来了非平衡的生产率冲击。 因此,研
究数字要素的使用对城市经济增长收敛性的影

响,对于数字经济时代推动城市体系协调发展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现有文献基于索洛经济增长框架,探讨了

数字要素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多重作用机制。
具体而言,数字要素通过催生人力资本积累和

扩大资本规模、改善传统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

与效能、加速技术迭代升级等路径,为城市经济

的增长注入了强劲动力[3-5] 。 在现有研究框架

下,数字要素常被视为劳动扩展性技术或资本

扩展性技术,通过赋能劳动生产率提升或资本

配置效率改善来推动经济增长[6-7] ,但数字要

素的空间效应并未受到充分关注。 《数字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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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共同富裕实施方案》强调,“数字经济有利

于加快生产要素高效流动、推动优质资源共享、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推动实现共同富

裕的重要力量” [8] 。 笔者认为,数字要素还表

现出如下的空间特征:一是数字要素大多以数

据资料、技术服务等形式存在,其空间扩散受地

理距离的约束较弱。 数字要素本身就是知识和

技术的载体,基于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可实现

远距离跨时空传播。 二是数字要素具有市场一

体化程度高、跨区域流动壁垒弱等特征,有助于

缓解市场分割并推动外围城市与中心城市、中
小型城市与大城市之间的市场一体化建设。 以

上特征使得数字要素在推动城市经济增长趋同

中发挥了积极作用[9] 。 然而,信息化融合提升

经济效率的方向是确定的,对经济增长公平的

影响则是正面与负面相互叠加的[10] 。 《“十四

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指出:“不同行业、不同

区域、不同群体间数字鸿沟未有效弥合,甚至有

进一步扩大趋势” [11] 。 在这一背景下,数字要

素的流动可能呈现出偏向大城市集聚的“马太

效应”。 在融合能力上,数字要素与先进制造

业、现代服务业的融合水平更高,而这类产业大

部分集聚在大城市。 此外,数字要素具备正的

规模弹性,使得其投入强度随生产规模的扩大

而提高,这虽然有助于突破规模不经济的限制

从而推动城市经济增长[12-13] ,但也给不同城市

经济增长带来了非平衡冲击[14-15] 。 如,张杰等

指出不同城市在互联网基础设施水平上的差异

进一步放大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16] ;曾亿武等

研究也揭示了智慧城市建设加剧了区域数字鸿

沟问题[17] 。 简言之,数字要素的使用也有可能

带来城市经济增长的分化,加剧数字经济时代

城市经济发展差距。
为有效解决上述问题,本研究构造包含数

字要素的城市经济增长绝对 β 收敛和条件 β 收

敛模型,在此基础上,依托《数字经济及其核心

产业统计分类(2021)》界定数字要素的核算范

围,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对 2004—2018 年①

我国各城市的数字要素投入水平进行测度,检
验数字要素使用对城市经济增长收敛性的影响

方向,并从数字要素投入的空间效应出发探讨

其中的作用机制。 相较于现有研究,此次研究

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为:第一,现有文献多基于

数字要素所具有的特征研究其对区域经济增长

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但从城市体系协调发展格

局的视角探讨数字要素对城市经济增长收敛性

的研究仍不充分。 笔者通过构建城市经济增长

的绝对 β 收敛模型和条件 β 收敛模型,实证检

验数字要素投入对城市经济增长收敛的影响,
从城市体系视角丰富并拓展了数字要素影响城

市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 第二,数实融合的过

程也是数字要素价值释放的过程,现有文献采

用多种方法对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和数字

化资产规模进行了统计核算[18] ,但如何测度数

字要素在生产活动中的融合程度仍是一个关键

问题。 本研究以数字要素投入占全部要素投入

的比例,即数字要素的成本份额来衡量数字要

素与实体产业的融合水平,并结合《数字经济

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和投入产出分

析方法对各城市的数实融合水平进行量化考

察。 第三,现有文献普遍关注数字要素对区域

经济发展的本地效应[19-20] 而忽略了数字要素

投入所产生的空间效应。 本研究不仅将数字要

素纳入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以检验其对城

市经济增长的本地效应,还从破除市场分割、促
进技术扩散两方面综合考察数字要素的空间效

应,以探明数字要素推动城市经济增长收敛的

作用渠道。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 数字的要素属性

将数字确立为生产要素,是数字经济现象

向数字经济模式转变的重要标志。 在数字经济

时代,随着数字技术的持续演进与数字要素应

用能力的快速跃升,数字要素这一全新的生产

要素形态正加速形成。 与传统技术变革不同,
数字要素并非旨在对人类体力劳动进行简单替

代,也不是以超越体力劳动效率为单一目标的

技术突破,而是逐步实现对人类脑力劳动的延

伸、增强乃至部分替代,进而演化为一种具备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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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起止年份的选择,国家统计局于 2004 年开始对信

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展开独立的统计与核算,可获得

的《中国时间序列投入产出表》最新年份为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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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属性的新型要素[21] 。 与资本、劳动力、土地、
能源等传统生产要素相比,数字要素展现出更

加明显的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和价值增殖属性,
这些属性赋予了数字要素独特的生产优势。

尽管传统生产要素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可实

现一定程度的分离,但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传统

生产要素往往被特定的经济主体所独占。 相比

之下,数字要素的形态不同于传统生产要素的

实体性,通常以数字平台、数字孪生等虚拟空间

的形式呈现,其主要成本在于获取、存储和开

发,使用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 这一方面说明

了数字要素能够同时为多个经济主体所使用,
具有易于复制与共享的巨大优势,且复制与共

享的过程不会对数字要素原本的价值造成损

耗;另一方面也决定了数字要素的传播不受时

间和空间的限制,是一类可广泛共享、共同使用

的生产资料[22] 。 随着算力与算法技术的飞速发

展,数字技术的生成、传输和分析速度得到显著

提升,确保了数据的即时处理与动态反馈[23] 。
在这一过程中,数字作为生产要素不断自我迭代

更新,实现价值增殖[24-26] 。 因此,对数字要素的

二次开发不仅可以降低使用成本,还有助于深入

挖掘数字要素更多的经济价值。
2. 数字要素投入与城市经济增长收敛性

数字要素的上述属性对经济增长模式和路

径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以数字要素来驱动

经济增长不必然依赖要素投入规模的同比例甚

至更高比例增加。 数字要素通过复制、共享、更
新及数据分析和价值挖掘等渠道,并通过发挥

规模经济效应,能持续赋能经济增长[27] 。 另一

方面,数字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的融合有利于

改善传统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提高传统生产

要素的内在价值[28] 。 如,于柳箐等指出数字要

素赋予生产设备数智化特性,从而提升了资本

的使用效率[29] 。 此外,数字要素还能缓解信息

不对称,改善资本期限与结构错配,促使资本以

较低成本及时流向效率更高的项目,从而改善

资本配置状况。 数字要素驱动的数字技术创新

对于劳动力就业具有替代效应与创造效应,但
从长期来看,创造效应大于替代效应,且数字要

素提升了知识传播效率,降低了劳动者获取知

识的成本[30] , 减少了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摩

擦[31] ,从而有利于提升人力资本水平[32-33] 。 张

千等指出,数字要素能够通过促进知识创造实

现经济长期增长[21] 。
基于此,提出假说 1:数字要素投入有助于

推动城市经济增长。
关于数字要素是否促进了城市经济增长收

敛,相关研究尚存较大争议。 持肯定观点的学

者认为,数字要素在破除市场分割和促进技术

扩散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有助于促进区域协

调发展,进而驱动城市经济增长收敛。 在破除

市场分割方面,依托互联网和信息技术,数字要

素能够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实现互联互通和跨界

融合,降低生产要素集聚的拥塞效应,缓解落后

地区数字要素禀赋不足的问题[34] 。 同时,数字

要素能够打破要素流动过程中的时空壁垒,促
进资本、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

动[35] 。 在促进技术扩散方面,数字技术大多以

数据为载体,数字要素的流动也是数字技术的

扩散过程[36] 。 同时,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极大

缓解了落后地区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通过

发挥“连接经济”的作用,数字要素使技术信息

更容易通过数字渠道进行传播[37-38] 。 此外,数
字要素并不仅仅是技术扩散的辅助工具,更是

一种能够降低“门槛”、改变内生决策环境的战

略性要素,可以使研发和人力资本提升更高效、
更经济,提高技术引进的预期收益,从而激励经

济体主动选择并快速跨越技术吸收的“门槛”,
最终从内部驱动技术扩散的加速和经济增长的

收敛[39] 。 因此,数字要素的投入有助于消除地

区间的信息流动屏障、促进知识和技术的空间

扩散,为落后地区实现经济追赶提供了机遇和

途径[40-41] 。 然而,在我国区域数字鸿沟尚未有

效弥合的背景下,数字要素与实体产业的融合

也表现出明显的城市偏向。 近年来,我国新兴

数字产业快速涌现,但数字产业高地和数字要

素集聚区存在明显的城市分化[12,42] ,大城市及

区域中心城市在推进数实融合方面具有明显优

势。 数字要素还体现了以现代生产服务为内容

的生产方式变革,这导致了其与先进制造业、现
代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能力更强,而大城市在

先进制造业、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上普遍

占优[43] 。 因此,数字要素的投入使用也可能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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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区域均衡发展的政策预期,加速城市经济增

长分化。
基于此,提出竞争性假说 2a:数字要素的

投入存在城市偏向,从而加剧城市经济增长的

分化;假说 2b:数字要素的投入有助于破除市

场分割、促进技术扩散,其空间效应将推动城市

经济增长收敛。

二、研究设计

1. 模型设定

首先,为检验数字要素的投入对城市经济

增长的影响,将数字要素纳入柯布 道格拉斯生

产函数,建立式(1)的计量模型:
lnGDP i,t = γ1 lnDigitali,t + γ2 lnK i,t + γ3 lnLi,t +

γc∑X i,t + α1 + μi + τt + εi,t (1)

式中:GDP i,t 为城市 i 第 t 年的实际地区生产总

值;Digitali,t、K i,t、Li,t 分别为数字要素、资本和

劳动力的投入;X i,t 为控制变量;α1 为常数项;
μi、τt 分别为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εi,t 为随机误差项。 本研究预期数字要素的回

归系数 γ1 显著为正,表明数字要素的投入促进

了城市经济增长。
其次,为检验数字要素的投入对城市经济

增长收敛性的影响,参考郑江淮等的研究[44] ,
分别构造城市经济增长的绝对 β 收敛模型和条

件 β 收敛模型:
Ratei,t+T =β1lnPGDPi,t+β2lnDigitali,t+β3lnDigitali,t×

lnPGDP i,t+α2 +μi+τt+εi,t (2)
Ratei,t+T =β1lnPGDPi,t+β2lnDigitali,t+β3lnDigitali,t×

lnPGDPi,t+βc∑Controli,t+α3+μi+τt+εi,t

(3)
式中:PGDPi,t 为城市 i 第 t 年的人均实际 GDP;
Ratei,t+T 为城市 i 从第 t 年到第 t+T 年人均实

际 GDP 的 平 均 增 长 率, 即 Rate i,t+T =
1
T

[ ln PGDP i,t+T / PGDP i,t( ) ] 。 考虑到经济具

有周期性,首先选取 T = 3 对人均实际 GDP
平均增长率进行计算,之后分别选取 T = 1、2
开展稳健性检验。

式(2)为绝对 β 收敛模型,式(3)为纳入控

制变量 Controli,t 后的条件 β 收敛模型。 若

lnPGDP i,t 的回归系数 β1 显著为负,说明城市

经济增长存在收敛趋势;反之则说明城市经济

增长趋于分化。 在此基础上,通过纳入数字要

素投入 lnDigitali,t 及其与人均实际 GDP 的交

乘项 lnDigitali,t×lnPGDP i,t,结合回归系数 β2 和

β3 来综合考查数字要素投入对城市经济增长

收敛性的影响。
2. 数字要素的界定与测度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既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承担着为其他行业提供数字要素的

职能。 国家统计局编制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

产业统计分类(2021)》将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确

定为:01 数字产品制造业、02 数字产品服务

业、03 数字技术应用业、04 数字要素驱动业

共 4 个大类。 据此,将 4 类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的产出界定为数字要素,并基于投入产出分析,
将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产出流向其他产业部门的

份额视为其他产业部门对数字要素的投入。 此

外,根据数字要素的属性和特征差异,并参考许

宪春等[18,45-46] 的研究,进一步将数字要素划分

为数字基础硬件、数字技术及软件、数字化产品

与服务 3 种类型。 其中,数字基础硬件是指支

撑产业数字化的计算机、电子设备等硬件和设

施;数字技术及软件是指支撑产业数字化的电

信服务、IT 软件等信息技术环境;数字化产品

与服务是指具有知识载体性质的信息产品和数

据产品及数字化的平台和媒介等。
具体的处理过程如下:一方面,数字基础硬

件、数字技术及软件对应的国民经济行业相对

清晰。 根据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数字经济及其

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将数字基础硬件

对应到 01 数字产品制造业,并匹配到《国际

标准行业分类》 (ISIC)的 C26(计算机、电子和

光学设备);将数字技术及软件对应到 03 数

字技术应用业,并匹配到《国际标准行业分类》
(ISIC)的 J61(电信)、J62&63( IT 及其他信息

服务)。 另一方面,数字化产品与服务对应的

国民经济行业种类繁多,且需区分数字化成分

和非数字化成分。 首先,结合数据可得性,选取

数字化产品与服务的两个集中领域“数字化媒

体”“数字化交易”进行测算,其分别反映“互联

网发行与出版,广播、电视、电影和录音制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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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及“互联网批发、互联网零售业和网上贸易

代理等”两类数字经济活动,依次与 J58T60(出

版、视听和广播活动)、G45T47(批发及零售贸

易;修理机动车辆) 相对应。 其次, 为提取

J58T60 和 G45T47 中的数字化成分,借鉴许宪

春等的做法[45] ,从国研网“新闻出版业行业数

据库”中提取“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非出版

物商品”的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比重,从《中国

经济普查年鉴》中提取“互联网批发、互联网零

售业和网上贸易代理”的主营业务收入占批发

和零售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并分别与对应

行业总产出相乘,得到 J58T60 和 G45T47 中的

数字要素形成额。
针对数字经济活动的统计核算,现有文献

主要沿着 3 条路径展开:对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增加值的核算[47-48] 、对数字化资产的盘存[18,46] 、
对数字要素投入强度的测度[49-50] 。 受数据限制,
增加值核算、数字化资产盘存尚无法在地级城市

和行业层面进行分析。 为此,借鉴戴翔等的思

路[50] ,测算各行业对数字基础硬件、数字技术及

软件、数字化产品与服务的直接消耗系数,加总

得到数字要素投入强度 Digitals:

Digitalhards =
InputC26

s

∑
j
Input js

,Digitalsofts =
InputJ61;J62&63

s

∑
j
Input js

,

Digitalplatforms =
InputJ58T60;G45T47

s

∑
j
Input js

(4)

Digitals = Digitalhards + Digitalsofts + Digitalplatforms

(5)
式中:Digitalhards 、Digitalsofts 、Digitalplatforms 分别为产

业部门 s 对数字基础硬件、数字技术及软件、数
字化产品与服务的直接消耗系数;InputC26

s 为产

业部门 C26 对产业部门 s 的中间投入;∑
j
Input js

为产业部门 s 的全部中间投入。 借鉴现有文献

的一般做法[51] ,按照产业结构对直接消耗系数

进行加权后加总至城市层面,以此作为各城市

数字要素的衡量指标。
3. 其他变量的测度与数据来源

(1)实际地区生产总值及人均 GDP 增长率

以 2000 年为基期构造 GDP 平减指数,对各

地区当年地区生产总值进行平减处理得到实际地

区生产总值。 在此基础上,测算地区人均 GDP 增

长率。 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地区资本存量及劳动力

劳动力采用城市总就业人数表示,参考张

军等的做法[52] 对各地区的资本存量进行盘存,
公式如下:

K i,t = δK i,t-1 +Ii,t (6)
式中:K i,t 为城市 i 在第 t 年的资本存量;K i,t-1

为上一期资本存量; Ii,t 为本期固定资产形成

额;δ= 9. 6%为资本折旧率。
综合数据的完整性与可获得性,选取 2000

年为基期,基期的资本存量用基期的固定资本

形成额除以 10%进行估计,同时利用固定资产

投资价格指数对 Ii,t 进行平减处理。 数据来源

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3)控制变量

参考现有文献[53-54] ,选取以下控制变量:
产业结构( Insi,t),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地区

生产总值之比进行控制;人口密度(Podi,t),人
口密度大的城市可以通过集聚经济外部性对城

市经济增长产生影响,采用地区常住人口与城

市面积之比进行控制;政府干预程度(Goii,t),
政府干预会对市场自发调节能力产生影响,采
用地方政府财政一般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

值进行控制;金融发展水平(Fini,t),金融市场

可以为城市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同时影响资本

要素的流向,采用地区年末金融机构存贷款余

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进行控制。 以上控制

变量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及各城市的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

为缓解异方差和非线性问题,人口密度和

非比例类变量取对数后纳入模型。 对于少量缺

失值,采用线性插值法补齐。 主要变量的描述

性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三、实证结果分析

1.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表 2 列(1) 为未纳入数字要素的回归结

果,列(2)在列(1)的基础上纳入了数字要素,
两列模型均根据 Hausman 检验结果,同时控制

了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并纳入了控

制变量。 估计结果显示,数字要素的回归系数

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即数字要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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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观测值

lnGDP 6. 580
 

5 1. 012
 

6 2. 835
 

6 10. 057
 

9 4
 

200
lnPGDP 9. 934

 

0 0. 733
 

2 7. 489
 

1 12. 645
 

1 4
 

200
Rate 0. 096

 

2 0. 059
 

6 - 0. 453
 

1 0. 527
 

0
 

3
 

360
lnDigital 4. 699

 

9 1. 003
 

6 1. 988
 

6
 

9. 012
 

3 4
 

200
lnK 16. 867

 

3 1. 111
 

9 13. 953
 

9 20. 313
 

9 4
 

200
lnL 3. 514

 

2
 

0. 818
 

3 1. 398
 

7 6. 894
 

5 4
 

200
Ins 0. 382

 

9
 

0. 093
 

3 0. 038
 

2 0. 830
 

9 4
 

200
lnPod 5. 734

 

2 0. 917
 

3 1. 373
 

7 7. 886
 

7 4
 

200
Goi 0. 165

 

1 0. 093
 

7 0. 040
 

5 1. 936
 

4 4
 

200
Fin 2. 121

 

1 1. 040
 

3 0. 508
 

1 12. 569
 

0 4
 

200

表 2　 数字要素对城市经济增长及收敛的回归结果

变量 ( 1) lnGDP ( 2) lnGDP ( 3)Rate ( 4)Rate ( 5)Rate ( 6)Rate
lnPGDP - 0. 202

 

1 ∗∗∗ - 0. 213
 

7 ∗∗∗ - 0. 114
 

9 ∗∗∗ - 0. 121
 

3 ∗∗∗

( 0. 010
 

8) ( 0. 013
 

2) ( 0. 017
 

3) ( 0. 020
 

7)
lnK 0. 224

 

7 ∗∗∗ 0. 228
 

6 ∗∗∗ 0. 011
 

6 - 0. 001
 

1
( 0. 027

 

6) ( 0. 027
 

5) ( 0. 010
 

4) ( 0. 010
 

1)
lnL 0. 069

 

0 ∗∗ 0. 005
 

1 - 0. 002
 

8 0. 006
 

4
( 0. 031

 

6) ( 0. 029
 

1) ( 0. 012
 

5) ( 0. 010
 

7)
lnDigital 0. 089

 

6 ∗∗∗ 0. 235
 

9 ∗∗∗ 0. 215
 

9 ∗∗∗

( 0. 023
 

8) ( 0. 032
 

4) ( 0. 035
 

7)
lnDigital×lnPGDP - 0. 022

 

7 ∗∗∗ - 0. 021
 

2 ∗∗∗

( 0. 003
 

4) ( 0. 003
 

7)
Constant 1. 832

 

3 ∗∗∗ 1. 629
 

7 ∗∗∗ 1. 973
 

8 ∗∗∗ 1. 775
 

1 ∗∗∗ 1. 057
 

6 ∗∗∗ 0. 969
 

2 ∗∗∗

( 0. 509
 

9) ( 0. 512
 

3) ( 0. 099
 

3) ( 0. 238
 

7) ( 0. 160
 

8) ( 0. 275
 

3)
Control

 

Variables YES YES NO YES NO YES
City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4

 

200 4
 

200 3
 

360 3
 

360 3
 

360 3
 

360
R-squared 0. 931

 

0 0. 931
 

6 0. 362
 

7 0. 378
 

0 0. 394
 

4 0. 401
 

5
lnPGDP 边际效应 - 0. 202

 

1 - 0. 213
 

7 - 0. 220
 

0 - 0. 219
 

5
[ 0. 000] [ 0. 000] [ 0. 000] [ 0. 000]

收敛速度 0. 310
 

7 0. 341
 

6 0. 359
 

6 0. 358
 

1

　 　 注:∗ 、∗∗ 、∗∗∗ 分别表示在 10% 、5% 、1%水平上显著;其中小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方括号内为 P 值。 下同。

投入对城市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作用。 在现有

研究中,数字要素通常被视为劳动扩展性技术

或资本扩展性技术,通过赋能劳动生产率提升

或资本配置效率改善来推动经济增长[6-7,55] 。
将数字要素纳入生产函数后,列(2) 显示劳动

力的回归系数值大幅度降低且不再显著,这主

要是因为在传统 C-D 函数中的 L 通常指劳动

力的数量,但数字要素与高技能劳动力的互补

性很强[56-57] ,当进入生产函数,数字要素实际

上放大了高技能劳动力的贡献而相对弱化了低

技能劳动力的贡献。 这也进一步说明在数据驱

动型经济中,价值创造的核心已从劳动力的数

量转向与数字要素紧密结合的劳动力的质量。
此外,现有研究还指出数字要素的投入有助于

推动传统生产方式的数字化变革和技术进步,

通过赋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推动城市经济增

长[20,58] 。 综上所述,列(2)的回归结果验证了

数字要素的投入促进城市经济增长的积极作

用,假说 1 得到证实。
表 2 的列(3) ~ (6) 集中考察了城市经济

增长的收敛性问题。 作为参照,列(3) (4)未纳

入数字要素,以各城市 t 年人均实际 GDP 的对

数为解释变量,以各城市从 t 至 t+3 年的 3 年

平均经济增长率为被解释变量。 回归结果显

示,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lnPGDP 的回归系

数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表明期初人

均实际 GDP 较低的城市具有较高的经济增长

率,即城市经济增长呈现出绝对 β 收敛和条件

β 收敛的趋势,这一结论与相关学者的观点一

致[59-60] 。 作为对现有研究的拓展,列(5)(6)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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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数字要素 lnDigital 及其与人均实际 GDP
的交互项 lnDigital×lnPGDP 来分析数字要素的

投入对城市经济增长收敛性的影响。 回归结果

表明:首先, lnPGDP 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

负,即纳入数字要素并未改变城市经济增长的

收敛性趋势;其次,lnDigital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

正,表明数字要素的投入有利于提升城市经济

增长潜力,进一步印证了列(2) 的观点;最后,
交互项 lnDigital×lnPGDP 的回归系数均为负且

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意味着数字要素的

投入加快了城市经济增长的收敛趋势。 通过对

收敛速度的测算发现,纳入数字要素及其与人

均实际 GDP 交互项后,列(5)的绝对 β 收敛速

度相较列 ( 3) 由 0. 310
 

7 提升至 0. 359
 

6,列

(6)的条件 β 收敛速度相较列(4)由 0. 341
 

6 提

升至 0. 358
 

1。 数字要素的投入不仅未改变城

市经济增长收敛的趋势,而且导致绝对 β 收敛

速度和条件 β 收敛速度分别提高 15. 74% 和

4. 83%。
在理论层面,尽管数实融合的城市偏向可

能会给大城市带来更大的经济发展优势,从而

加剧城市经济增长的分化,但此次经验分析证

实了数字要素的投入有助于缩小城市之间的经

济增长差异,推动城市间经济增长的收敛,假说

2b 得到初步验证。 结合现有研究,具体阐释如

下:一方面,数字要素具有市场一体化程度高、
跨区域流动壁垒弱的特征,有助于缓解市场分

割并推动外围城市与中心城市、中小城市与大

城市之间的市场一体化建设[61] ;另一方面,数
字要素的投入有助于消除地区间的信息流动屏

障,促进知识和技术的空间扩散,为落后地区实

现经济追赶提供机遇和途径[62] 。
2. 稳健性检验

(1)工具变量法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其对数字要素

的投入强度也可能更高,模型可能存在反向因

果问题。 此外,数字要素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

念,尽管综合考虑了数字基础硬件、数字技术及

软件、数字化产品与服务 3 种类型的数字要素,
但仍可能存在测量误差。 为尽可能缓解潜在的

内生性问题,借鉴王岚等的思路[63] ,选取 1984
年末每百人固定电话数量 IV1 和城市到最近一

个沿海港口距离 IV2 作为数字要素的工具变

量,并将上述工具变量的交乘项作为数字要素

与人均实际 GDP 的工具变量。 关于工具变量

的选取依据,一是固定电话是现代信息技术的

前身,1984 年各城市的固定电话安装情况不

会影响到当前我国城市的经济增长;二是数

字经济以互联网技术为载体,沿海港口作为

开放口岸,城市与港口城市的距离反映了其

接受互联网前沿技术的暴露强度,而地理距

离作为外生变量并不会对城市经济增长产生

直接影响。 由于以上截面工具变量不具有时

变性,因此借鉴 Nunn 等的思路[64] ,将其分别

与上一年的全国互联网普及率相乘拓展为面

板数据。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

其中,列(1) (2)报告了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
可知第一阶段 F 统计量大于经验值 10,表明所

选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数字要素、数字要素

与人均 GDP 的交互项) 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

性,且不可识别检验结果强烈拒绝“工具变量

不可识别”的原假设(p
 

<
 

0. 01),进一步表明了

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相关性显著。 弱工具变量

检验中,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大于

Stock-Yogo 弱识别检验在 10%显著性水平上的

临界值,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最为关

键的是,过度识别检验(Hansen
 

J
 

检验)的 p 值

为 0. 537
 

2,远大于 0. 1 的显著性水平,意味着

无法拒绝“ 所有工具变量均为外生” 的原假

设。 这些结果表明,工具变量都是合理且有

效的。 从列( 3) 可知,在解决潜在的内生性

问题后,数字要素 lnDigital 的回归系数显著

为正,数字要素与人均实际 GDP 的交互项

lnDigital×lnPGDP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

明数字要素的投入有助于推动城市经济增

长收敛,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列

( 4)采用了对异方差和自相关更加有效的

GMM 估计方法,列( 5) 采用对弱工具变量不

敏感的 LIML 估计方法, 得到 的 结 果 均 与

2SLS 估计结果高度一致。
(2)事件分析法

考虑到数字要素的测度可能存在偏差,借
助准自然实验法进行检验。 参考蔡运坤等的做

·331·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6 年第 1 期

表 3　 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

变量
first first second GMM LIML

(1)lnDigital (2)lnDigital×lnPGDP (3)Rate (4)Rate (5)Rate

lnPGDP 0. 116
 

8∗∗∗ 0. 113
 

3∗∗∗ 0. 117
 

9∗∗∗

(0. 032
 

8) (0. 032
 

0) (0. 032
 

9)

lnDigital 0. 645
 

5∗∗∗ 0. 631
 

6∗∗∗ 0. 647
 

2∗∗∗

(0. 110
 

9) (0. 103
 

8) (0. 113
 

6)

lnDigital×lnPGDP -0. 067
 

9∗∗∗ -0. 066
 

7∗∗∗ -0. 068
 

1∗∗∗

(0. 006
 

7) (0. 006
 

3) (0. 006
 

8)

IV1 0. 009
 

4 0. 032
 

2

(0. 009
 

7) (0. 123
 

7)

IV2 -0. 026
 

1∗∗∗ -0. 308
 

2∗∗∗

(0. 002
 

9) (0. 031
 

4)

IV1×lnPGDP 0. 007
 

8 0. 376
 

5∗∗

(0. 015
 

5) (0. 188
 

3)

IV2×lnPGDP -0. 044
 

0∗ 0. 318
 

1

(0. 023
 

1) (0. 258
 

7)

Kleibergen-Paap
 

rk
 

LM
 

statistic 71. 360 71. 360 71. 360
[0. 000] [0. 000] [0. 000]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statistic 19. 801 19. 801 19. 801
{7. 56} {7. 56} {4. 72}

Hansen
 

J
 

statistic 1. 243 1. 243 1. 239
[0. 537

 

2] [0. 537
 

2] [0. 538
 

3]
Control

 

Variables YES YES YES YES YES
City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2

 

688 2
 

688 2
 

688 2
 

688 2
 

688

Centered
 

R2 0. 266
 

8 0. 271
 

9 0. 265
 

7
F 统计量及相伴概率 22. 52 44. 40

[0. 000] [0. 000]

　 　 注:大括号内数值为 Stock-Yogo 弱识别检验在 10%水平上的临界值。 下同。

法[65] ,采用“公共数据开放”政策①作为外生政

策冲击,运用双重差分模型( DID)开展稳健性

检验。 基于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双重差分比较,
能够有效缓解因遗漏变量和测量误差所导致的

内生性问题,从而更准确地识别政策效应的净

影响。 选取“公共数据开放”这一外生政策作

为准自然实验,其核心机制在于:该政策通过推

动各城市建立统一的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直接加

强了城市的数字基础设施供给水平[65] ,这一过

程不仅有助于弥合城市内部的信息鸿沟与区域

发展差距[2] ,更是为数字要素实现其经济价值创

造了基础条件,即通过提供标准化、可机读、低成

本的公共数据资源,显著降低了全社会的数据获

取与利用门槛。 因此,公共数据开放政策实质上

是为数字要素发挥关键生产要素功能、促进其与

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与平

台支撑。 在此意义上,以该政策作为数字要素投

入的代理变量,能够较为有效地捕捉数字要素对

城市经济增长的系统性影响。
基于此,建立如下多期 DID 模型:

Ratei,t+T =φ1 lnPGDP i,t+φ2DIDi,t+φ3DIDi,t×
lnPGDPi,t+φc∑Controli,t+α4+μi+τt+εi,t

(7)
式中:DIDi,t 为政策处理变量,当城市 i 在第 t
年及以后上线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则当年及之

后年份 DIDi,t 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其余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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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含义同式(3)。
表 4 列(1)报告了多期双重差分法的回归

结果:一方面,政策处理变量 DIDi,t 的回归系数

显著为正,说明“公共数据开放”政策能够有效

促进城市经济增长率的提升;另一方面,政策处

理变量与人均实际 GDP 的交互项 DIDi,t ×
lnPGDP i,t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相较未受

政策干预的城市,“公共数据开放”政策加速了

城市的经济增长收敛性,进而间接验证了基准

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3)调整经济周期

表 2 的基准回归以各城市从 t 至 t+3 年的

3 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即 T = 3) 来烫平经济周

期的影响。 考虑到该处理方法可能会造成城市

经济增长的某些具体特征被丢失,进而影响数

字要素对城市经济增长收敛性的回归结果,因
此表 4 列(2)(3)分别取 T= 1 和 T= 2 重新计算

城市经济增长率。 回归结果显示,数字要素与

人均实际 GDP 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依然都显著

为负,验证了数字要素的投入有助于推动城市

经济增长收敛的观点。
(4)控制高维固定效应

为进一步排除样本期内来自省份及随着省

份和年份同时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在
前文控制城市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的基础

上,进一步控制省份固定效应、省份与年份交互

效应,回归结果如表 4 列(4)所示。 在控制高

维固定效应后,数字要素与人均实际 GDP 的交

互项的回归系数符号与显著性相较于表 2 列

(6)均未发生改变,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

健性。
(5)考虑内生偏误

在基准回归分析中,将数字要素与固定资

产同时纳入生产函数。 然而,数字要素中的数

字基础硬件本身具备资本属性,二者在统计特

征与经济功能上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叠,若
直接并列引入模型,因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或

变量界定交叉可能会导致系数估计出现偏误。
为检验这一潜在内生性问题对估计结果的影

响,构建简化模型,将固定资产( lnK)变量剔除

并重新进行回归。
 

表 4 列(5)的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这一

潜在偏误后,数字要素投入的估计系数仍保持

在 0. 215
 

3 的水平,且统计上高度显著,与基准

模型中的结果(0. 215
 

9)相比变化甚微,进一步

验证了数字要素对城市经济增长的稳健促进作

用。 同时,数字要素与人均实际 GDP 交互项的

系数依然显著为负,其数值也与基准回归结果

基本一致,再次支持数字要素具有推动城市经

济增长收敛的结论。 以上结果表明,尽管“数

表 4　 稳健性检验

变量
(1)外生政策

冲击
(2)T= 1 (3)T= 2 (4)控制高维

固定效应
(5)考虑内生

偏误

lnPGDP -0. 213
 

0∗∗∗ -0. 315
 

3∗∗∗ -0. 157
 

4∗∗∗ -0. 154
 

7∗∗∗ -0. 122
 

1∗∗∗

(0. 013
 

4) (0. 047
 

8) (0. 024
 

8) (0. 015
 

7) (0. 019
 

3)
lnDigital 0. 545

 

8∗∗∗ 0. 282
 

5∗∗∗ 0. 176
 

3∗∗∗ 0. 215
 

3∗∗∗

(0. 092
 

2) (0. 050
 

4) (0. 027
 

1) (0. 034
 

5)
lnDigital×lnPGDP -0. 055

 

1∗∗∗ -0. 028
 

4∗∗∗ -0. 017
 

3∗∗∗ -0. 021
 

2∗∗∗

(0. 009
 

8) (0. 005
 

3) (0. 002
 

6) (0. 003
 

5)
DID 0. 482

 

7∗∗∗

(0. 134
 

0)
DID×lnPGDP -0. 047

 

5∗∗∗

(0. 012
 

1)
Constant 1. 804

 

1∗∗∗ 1. 436
 

0∗∗ 0. 938
 

7∗∗∗ 1. 721
 

7∗∗∗ 0. 958
 

5∗∗∗

(0. 240
 

7) (0. 557
 

6) (0. 352
 

2) (0. 205
 

7) (0. 269
 

3)
Control

 

Variables YES YES YES YES YES
City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Province

 

FE NO NO NO YES NO
Province×Year NO NO NO YES NO
Observations 3

 

360 3
 

920 3
 

640 3
 

300 3
 

360
R-squared 0. 379

 

0 0. 307
 

4 0. 313
 

4 0. 622
 

2 0. 40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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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基础硬件”与固定资产在理论上存在概念交

叉,但在本研究的实证框架下,其可能引致的共

线性问题并未对核心结论造成实质性干扰,进
一步增强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与可靠性。

四、机制检验:数字要素的空间效应

上述基准回归分析证实,数字要素的投入

加速了城市经济增长的收敛趋势。 针对其中的

作用渠道,研究假说 2b 指出数字要素的投入有

助于破除市场分割、促进技术扩散,其空间效应

将推动城市经济增长收敛。
1. 数字要素投入的空间效应

借助空间计量分析方法,构建式(8) (9)所

示的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来检验数字要素投入的

空间效应是否存在:
Ratei,t+T = ρW × Ratei,t+T + φ1lnPGDPi,t + θ1W

lnPGDP i,t + φ2 lnDigitali,t + θ 2W
lnDigitali,t + φ3lnDigitali,t × lnPGDPi,t

+ θ 3WlnDigitali,t × lnPGDP i,t +

φc∑Controli,t + θc∑(W × Controli,t)

+ α5 + μ i + τ t + ε i,t
 (8)

lnGDP i,t = ρWlnGDP i,t + φ1 lnDigitali,t +

θ1WlnDigitali,t + φc∑Controli,t

+ θ c∑(W × Controli,t) + α6 +

μ i + τ t + ε i,t (9)

式中:ρ 为空间自相关系数;W 为经过标准化处

理的空间地理距离矩阵;lnDigitali,t 为本地区数

字要素的投入;WlnDigitali,t 为数字要素投入的

空间滞后项;回归系数 θ1 为邻近地区数字要素

投入对本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其余变量含义

同式(3)。
表 5 报告了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的回归结

果。 其中列(1)的被解释变量为人均实际 GDP
的平均增长率,列 ( 2) 的被解释变量为实际

GDP 的对数值。 估计结果显示,本地数字要素

的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进一步

验证了假说 1,即数字要素投入有助于推动城

市经济增长。 同时,列(1) 中数字要素与人均

实际 GDP 交互项的空间滞后项 WlnDigital ×
lnPGDP 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数字要素投入

的空间效应显著推动了城市经济增长的收敛趋

表 5　 空间计量回归与效应分解结果

变量 (1)Rate (2)lnGDP

lnPGDP -0. 172
 

7∗∗∗

(0. 010
 

3)
WlnPGDP 0. 861

 

0∗∗∗

(0. 113
 

1)
lnDigital 0. 136

 

6∗∗∗ 0. 083
 

0∗∗∗

(0. 017
 

9) (0. 015
 

0)
WlnDigital 0. 488

 

2∗∗ 0. 270
 

3
(0. 188

 

5) (0. 164
 

5)
lnDigital×lnPGDP -0. 012

 

9∗∗∗

(0. 001
 

8)
WlnDigital×lnPGDP -0. 031

 

3∗

(0. 018
 

5)
rho 2. 633

 

4∗∗∗ 0. 622
 

2∗∗∗

(0. 041
 

5) (0. 080
 

9)
sigma2_e 0. 001

 

4∗∗∗ 0. 014
 

3∗∗∗

(0. 000
 

0) (0. 000
 

3)
Control

 

Variables YES YES
City

 

FE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Observations 3

 

360 4
 

200
R-squared 0. 206

 

5 0. 889
 

8
Direct:lnDigital 0. 086

 

4∗∗∗

(0. 015
 

3)
Indirect:lnDigital 0. 868

 

3∗

(0. 492
 

0)
Total:lnDigital 0. 954

 

7∗

(0. 492
 

3)

势。 值得注意的是,列(2) 中空间滞后项的回

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这似乎表明数字要素投

入不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 然而,现有研究指

出:在分析空间效应时,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

的边际效用不能简单依据回归系数进行判断,
更科学的做法是依据式(10) 对解释变量的总

效应进行分解[66-68] 。 其中,右端矩阵主对角线

上元素的均值表示直接效应,指本地区数字要

素对本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非主对角线上元

素的均值表示间接效应,指邻近地区数字要素

投入对本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列(2)的分

解结果可知,数字要素投入对城市经济增长的

直接效应(本地效应,含反馈效应)与间接效应

(即空间效应)至少通过了 10%的显著性检验,
且间接效应占总效应比例高达 90. 95%。 概括

而言,数字要素投入不仅对本城市经济增长产

生显著的直接促进效应,还通过空间溢出渠道

对相邻城市产生了强劲的间接带动作用,且由

·631·



数字要素、空间效应与城市经济增长收敛性

于其间接效应的贡献度远超直接效应,意味着

数字要素在空间维度上具有较强的正向外部

性,对周边地区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甚至高于

对本地的拉动。 这种“溢出强于本地” 的非对

称空间效应结构,有效促进了资源与增长动能

在地理范围内的再配置,从而在整体上引致本

地与相邻城市间的经济发展差距逐步收敛。 该

发现从空间互动机制的角度进一步佐证了数字

要素投入是推动城市间经济增长趋于收敛的重

要力量,增强了核心结论的稳健性与解释力。

∂Y
∂x1k

… ∂Y
∂xNk

é

ë
êê

ù

û
úú = I-ρW[ ] -1

φk w12θk … w1Nθk
w21θk φk … w2Nθk
︙ ︙ ⋱ ︙

wN1θk wN2θk … φk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10)
2. 数字要素投入发挥空间效应的作用渠道

(1)破除市场分割

数字要素高效流动及易于共享的特征增强

了各地区获取信息的时效性并降低了跨区域信

息获取的成本,有助于完善要素资源的市场化

配置,促进劳动力、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跨区域

流动,实现资源产品供需双方的精准匹配[2,25] 。
因此,数字要素有助于破除市场分割,进而间接

推动城市经济增长收敛。
现有研究通常基于一价定律,采用价格指

数法测度地区的市场分割程度,但由于地级市

层面分类商品价格指数缺失,因此拓展樊纲等

构建的市场化指数[69] ,以市场化指数间接反映

各城市的市场分割程度。 具体而言,一个地区

的市场化指数越高,代表其市场分割程度越低。
在实证检验过程中,在城市经济增长收敛模型

的基础上加入市场化指数 lnMarket 和市场化指

数与 人 均 实 际 GDP 的 交 互 项 lnMarket ×
lnPGDP,以检验市场化指数对城市经济增长收

敛的作用效果。 考虑到潜在的内生性问题,通
过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并以 1984 年末每百

人固定电话数量和城市到最近一个沿海港口的

距离作为数字要素投入的工具变量开展回归分

析。 表 6 列(1)的估计结果显示,数字要素投

入的空间滞后项的回归系数在 1%的显著性水

平上为正,即相邻地区的数字要素投入有助于

破除市场分割,促进本地区的市场一体化建设。
进一步地,以 3 年平均经济增长率 Rate 为被解

释变量,列(2)报告了未加入控制变量的绝对 β
收敛回归结果,列(3)报告了进一步控制城市特

征的条件 β 收敛回归结果,其均指向显著为正的

lnMarket 回归系数及显著为负的 lnMarket ×
lnPGDP 回归系数,即市场一体化建设不仅促进

了城市经济增长,还加快了城市经济增长的收敛

性。 综上所述,假说 2b 中数字要素投入破除市

场分割的作用渠道得到验证。
(2)促进技术扩散渠道

数字要素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等特征能

够加快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渗透,推动

技术在区域间的便捷传播,缩短技术扩散的时

间[70] 。 技术扩散所产生的技术联动效应能够

重塑区域创新能力时空格局,并实现知识溢出

与技术共享[62] ,进而赋能区域协调发展。

表 6　 数字要素投入破除市场分割的渠道检验

变量 (1)lnMarket (2)Rate (3)Rate
L. lnMarket 0. 879

 

8∗∗∗(0. 002
 

0)
lnDigital 0. 002

 

9∗∗(0. 001
 

4) 0. 118
 

0∗∗∗(0. 040
 

2) 0. 117
 

3∗∗∗(0. 041
 

5)
WlnDigital 0. 051

 

4∗∗∗(0. 004
 

8)
lnPGDP -0. 027

 

8(0. 017
 

6) -0. 028
 

2(0. 021
 

5)
lnDigital×lnPGDP -0. 010

 

7∗∗(0. 004
 

4) -0. 011
 

2∗∗∗(0. 004
 

3)
lnMarket 0. 624

 

6∗∗∗(0. 096
 

1) 0. 600
 

1∗∗∗(0. 097
 

1)
lnMarket×lnPGDP -0. 072

 

5∗∗∗(0. 010
 

4) -0. 069
 

9∗∗∗(0. 010
 

6)
Constant -0. 099

 

5∗∗∗(0. 017
 

0) 0. 358
 

2∗∗(0. 168
 

8) 0. 243
 

3(0. 280
 

2)
Control

 

Variables YES NO YES
City

 

FE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3

 

920 3
 

360 3
 

360
Sargan

 

test 263. 624[1. 000
 

0]
R-squared 0. 424

 

4 0. 42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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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7 列(1)采用专利授权量 lnTech 来衡量

城市的技术创新水平,并利用动态空间杜宾模

型开展回归,估计结果显示数字要素投入的空

间滞后项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相邻地区的

数字要素投入促进了本地区的技术创新,即数

字要素投入展现出显著的技术扩散效应。 进一

步地,以 3 年平均经济增长率 Rate 为被解释变

量,列(2)报告了未加入控制变量的绝对 β 收

敛回归结果,列(3) 报告了进一步控制城市特

征的条件 β 收敛回归结果。 从中可以看出,技
术创新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表明技

术创新促进了城市经济增长。 同时,技术创新

与人均实际 GDP 的交互项均显著为负,即技术

创新有助于推动城市经济增长收敛。 综上所

述,假说 2b 中数字要素投入促进技术扩散的作

用渠道得到验证。

五、拓展性分析:数字要素异质性与

俱乐部收敛特征

　 　 1. 数字要素的异质性

参考已有研究[18,45-46] ,将数字要素划分为

数字基础硬件、数字技术及软件、数字化产品与

服务 3 种类型。 3 类数字要素既相辅相成,也
存在巨大差异。 其中,数字基础硬件是指支撑

产业数字化的计算机、电子设备等硬件和设施,
数字技术及软件是指支撑产业数字化的电信服

务、IT 软件等信息技术环境,数字化产品与服

务是指数字化的平台和媒介及在平台上交易的

数字化产品等。
表 8 列(1) ~ (3)区分了数字要素类型,回

归结果显示,3 类数字要素与人均实际 GDP 交

互项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证实数字基础硬

件、数字技术及软件、数字化产品与服务都有利

于推动城市经济增长收敛。 但从收敛速度来

看,数字化产品与服务、数字技术及软件的投入

对城市经济增长收敛的作用大于数字基础硬

件。 究其原因,在信息化时代,以计算机、电子

设备等硬件和设施为代表的数字基础硬件的应

用较为普遍,随着数字技术与数字要素被广泛

应用,数字基础硬件的固定资产属性日益显现。
生产规模的扩大使数字基础硬件表现出更强的

排他性约束,进而导致其难以在区域间自由流

动,阻碍了知识溢出与技术共享。 同时,数字基

础硬件投入费用相对较高,高昂的使用成本不

利于市场一体化水平的提升,因此,数字基础硬

件所发挥出的空间效应较弱。 相比之下,数字

化产品与服务和数字技术及软件通常以数据的

形式存储或以数据服务的方式呈现,易于传播

并共享,有助于缩小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之

间的数字鸿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2. 城市俱乐部收敛特征

考虑到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和数字要素分布

都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进一步验证数字要素

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俱乐部收敛特征。

表 7　 数字要素投入促进技术扩散的渠道检验

变量 (1)lnTech (2)Rate (3)Rate

L. lnTech 0. 733
 

6∗∗∗(0. 003
 

4)

lnDigital 0. 085
 

9∗∗∗(0. 007
 

5) 0. 080
 

8(0. 056
 

7) 0. 084
 

6(0. 058
 

3)

WlnDigital 1. 436
 

0∗∗∗(0. 034
 

6)

lnPGDP -0. 144
 

8∗∗∗(0. 019
 

8) -0. 142
 

4∗∗∗(0. 021
 

4)

lnDigital×lnPGDP -0. 006
 

9(0. 006
 

3) -0. 007
 

8(0. 006
 

2)

lnTech 0. 092
 

3∗∗∗(0. 024
 

2) 0. 083
 

5∗∗∗(0. 025
 

8)

lnTech×lnPGDP -0. 008
 

7∗∗∗(0. 002
 

6) -0. 007
 

8∗∗∗(0. 002
 

7)

Constant -5. 724
 

4∗∗∗(0. 130
 

8) 1. 316
 

8∗∗∗(0. 177
 

3) 1. 248
 

6∗∗∗(0. 281
 

9)

Control
 

Variables YES NO YES

City
 

FE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3
 

920 3
 

360 3
 

360

Sargan
 

test 274. 988[1. 000
 

0]

R-squared 0. 404
 

4 0. 40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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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数字要素异质性

变量 (1)数字基础硬件 (2)数字技术及软件 (3)数字化产品与服务

lnPGDP -0. 139
 

9∗∗∗(0. 018
 

3) -0. 155
 

8∗∗∗(0. 017
 

7) -0. 237
 

0∗∗∗(0. 010
 

3)
lnDigital 0. 187

 

6∗∗∗(0. 033
 

3) 0. 217
 

2∗∗∗(0. 037
 

3) 0. 158
 

4∗∗∗(0. 020
 

1)
lnDigital×lnPGDP -0. 019

 

6∗∗∗(0. 003
 

4) -0. 017
 

7∗∗∗(0. 003
 

7) -0. 016
 

5∗∗∗(0. 001
 

6)
Constant 1. 182

 

5∗∗∗(0. 268
 

5) 1. 202
 

3∗∗∗(0. 252
 

3) 2. 238
 

4∗∗∗(0. 214
 

9)
Control

 

Variables YES YES YES

City
 

FE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3
 

360 3
 

360 3
 

360

R-squared 0. 400
 

1 0. 403
 

3 0. 433
 

6

lnPGDP 边际效应 -0. 218
 

2[0. 000] -0. 223
 

2[0. 000] -0. 231
 

3[0. 000]

收敛速度 0. 354
 

4 0. 369
 

2 0. 394
 

6

　 　 (1)依据地理区位划分城市俱乐部

划分东部、中部和西部城市俱乐部,回归结

果如表 9 列(1) ~ (3)所示。 研究发现,人均实

际 GDP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即东部、中部

和西部城市都呈现出经济增长收敛趋势。 然

而,仅在东部城市样本中,数字要素与人均实际

GDP 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数字要

素投入仅推动了东部城市的经济增长收敛,对
于推动中部和西部城市经济增长收敛的作用不

显著。 造成这一现象的可能原因是东部城市的

数字要素投入强度更高,这一观点可以从数字

要素( lnDigital) 的回归系数中得到印证:表 9
列(1) ~ (3)中数字要素的回归系数仅在东部

城市样本中显著为正,即数字要素投入有利于

推动东部城市经济增长,但对于推动中部和西

部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显著,自然也无法

影响中部和西部城市经济增长的收敛性。 概况

而言,数字要素投入仅推动了东部城市的经济

增长收敛。
(2)依据行政等级划分城市俱乐部

数字要素的供给与流通受政策影响较大,
城市行政区划等级越高,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

支撑越充分,数字要素越容易在该城市积聚。 将

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和省会城市界定为中心城

市,其余城市界定为外围城市,表 9 列(4)(5)的
回归结果显示:数字要素与人均实际 GDP 交互

项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数字要素投入对

于推动中心城市经济增长收敛和外围城市经济

增长收敛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从收敛速度上

看,中心城市的收敛速度 0. 452
 

2 要大于外围城

表 9　 数字要素对不同俱乐部收敛性的影响效应

变量 (1)东部 (2)中部 (3)西部 (4)中心 (5)外围 (6)资源型 (7)非资源型

lnPGDP -0. 088
 

8∗∗∗ -0. 203
 

0∗∗∗ -0. 195
 

7∗∗∗ -0. 103
 

9 -0. 076
 

8∗∗∗ -0. 077
 

7∗∗ -0. 147
 

2∗∗∗

(0. 033
 

6) (0. 026
 

4) (0. 030
 

8) (0. 085
 

5) (0. 025
 

2) (0. 035
 

9) (0. 025
 

3)
lnDigital 0. 294

 

9∗∗∗ 0. 039
 

5 0. 083
 

8 0. 205
 

5 0. 314
 

5∗∗∗ 0. 251
 

3∗∗∗ 0. 178
 

9∗∗∗

(0. 055
 

1) (0. 053
 

7) (0. 058
 

8) (0. 136
 

7) (0. 043
 

3) (0. 078
 

3) (0. 041
 

0)
lnDigital×lnPGDP -0. 026

 

5∗∗∗ -0. 003
 

2 -0. 007
 

6 -0. 022
 

2∗ -0. 031
 

4∗∗∗ -0. 025
 

5∗∗∗ -0. 018
 

9∗∗∗

(0. 004
 

9) (0. 005
 

7) (0. 005
 

8) (0. 011
 

8) (0. 004
 

6) (0. 008
 

2) (0. 004
 

0)
Constant 1. 115

 

9∗∗ 1. 056
 

0∗∗ 2. 196
 

5∗∗∗ 1. 215
 

7 0. 580
 

1∗ -0. 228
 

6 1. 622
 

7∗∗∗

(0. 480
 

3) (0. 446
 

4) (0. 514
 

8) (0. 906
 

4) (0. 312
 

6) (0. 497
 

5) (0. 314
 

5)
Control

 

Variabl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ity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1

 

200 1
 

188 972 408 2
 

952 1
 

344 2
 

016
R-squared 0. 424

 

6 0. 599
 

5 0. 358
 

0 0. 634
 

2 0. 404
 

9 0. 477
 

3 0. 399
 

0
lnPGDP 边际效应 -0. 223

 

9 -0. 217
 

1 -0. 227
 

8 -0. 247
 

5 -0. 214
 

1 -0. 187
 

0 -0. 238
 

8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收敛速度 0. 371
 

3 0. 351
 

2 0. 383
 

4 0. 452
 

2 0. 342
 

7 0. 274
 

4 0. 42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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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收敛速度 0. 342
 

7。 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方

面,数字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壁垒弱,中心城市对

数字要素具有“虹吸效应”,从而推动数字要素

在中心城市富集;另一方面,数字要素与先进制

造业、现代服务业等的融合能力更强,中心城市

的产业体系更加现代化,从而使得数字要素赋

能中心城市经济增长及其收敛趋势的作用更

大。 由此,数字要素推动了不同行政等级城市

的俱乐部收敛,且推动了中心城市更快收敛。
(3)依据资源禀赋划分城市俱乐部

城市资源禀赋的差异显著影响数字要素的

投入强度,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发展较依赖于资

源开发,而非资源型城市则具有更大动力通过

技术创新、产业转型等驱动经济发展,因此非资

源型城市对数字要素的需求更强。 根据国务院

发布的 《 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

(2013—2020 年)》,将样本城市划分为资源型

与非资源型城市俱乐部。 统计结果显示,非资

源型城市数字要素投入强度平均值大约是资源

型城市的 3. 324
 

1 倍。 表 9 列(6)(7)的回归结

果还显示,数字要素投入虽然能够同时促进资

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的俱乐部收

敛,但两者的收敛速度存在较大差异,非资源型

城市经济增长的收敛速度为 0. 420
 

1,是资源型

城市的 1. 531
 

0 倍。 综合可知,数字要素推动

了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的俱乐部收敛,
且加速了非资源型城市更快收敛。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1. 研究结论

结合《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

(2021)》和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对各城市的数实

融合水平进行测度,实证分析数字要素投入对

城市经济增长收敛性的影响及作用渠道。 研究

结论如下:第一,数字要素的投入在促进城市经

济增长的同时也显著推动了城市经济增长绝对

β 收敛和条件 β 收敛,这一结论在缓解内生性

问题和多重稳健性检验下依然高度稳健。 这意

味着,数字要素与实体产业的融合有利于缩小

城市间的经济增长差异,从而改善区域经济发

展不平衡的状态。 第二,机制检验证实数字要

素的投入有助于破除市场分割,促进技术扩散,

是数字要素发挥空间效应进而推动城市经济增

长收敛的两个重要渠道。 第三,区分不同数字

要素类型,拓展性分析还发现数字化产品与服

务、数字技术及软件的投入对城市经济增长收

敛的作用大于数字基础硬件。 第四,考虑到我

国区域经济发展和数字要素分布都具有显著的

空间差异,经验分析发现数字要素投入给不同

地理区位、不同行政等级、不同资源禀赋城市的

俱乐部收敛带来异质性冲击,具体表现为显著

推动了东部城市经济增长的俱乐部收敛,且加

速了中心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的更快收敛,但
对于推动中部和西部城市经济增长的俱乐部收

敛作用并不显著。
2. 政策建议

第一,完善数据共享与治理体系,筑牢数字

要素价值充分释放的基础,扩大城市经济增长

空间。 政府部门应积极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

设,完善数据共享与治理体系,为数字要素发挥

其红利效应营造良好环境:一方面,建立国家、
地方及企业数据共享平台,完善公共数据资源

利用体系,并鼓励跨区域、跨部门、跨企业数字

要素共享,促使不同领域之间的数据资源整合;
另一方面,完善数据安全监管的法律法规,明确

数字要素流通规则与制度,打造多层次、多维度

的数据治理体系,确保数字要素高质量流通与

供给,充分发挥数字要素的价值。
第二,多措并举弥合数字鸿沟,打造区域数

字化协同发展格局,稳步推进共同富裕。 目前,
我国区域数字鸿沟尚未有效弥合,仍需从基础

设施建设、数字人才培养等方面完善政策措施。
要实施差异化的区域数字要素发展战略,重点

破解中西部地区的收敛瓶颈:针对东部地区,政
策重点应转向深化应用和创新,如支持数字要

素的跨行业融合、鼓励发展数据驱动的商业模

式创新,以强化其领先优势并产生更强的空间

溢出效应;针对中西部地区,当务之急是夯实基

础、补齐短板。 国家层面应加大对数字基础设

施的投入,并通过专项转移支付和人才培养计

划提升其数字要素的获取能力和转化能力,这
旨在为数字要素发挥收敛效应创造必要的先决

条件,而非直接套用东部地区的成熟模式。 总

之,政府部门要根据地方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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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阶段,制定差异化的数字化转型模式,深入推

进区域数字化协同发展。
第三,构建数字要素高质量供给体系,破解

数字要素流通的区域壁垒,激发数字要素的空

间效应。 为充分激发数字要素的空间效应,各
地区需要制定统一的数据标准,进一步完善数

据交易模式,增强高质量数字要素供给能力。
同时,鼓励建立跨区域数字合作联盟,引导东部

发达城市与中西部城市在智慧城市、数字政府、
产业链数字化等领域开展数字协作,通过“飞

地经济”、数字园区共建等方式,将东部的技

术、人才和数字应用经验与中西部的产业场景

和资源相结合。 在国家级数据交易所建设中,
增设面向中西部地区数据产品的专项推介和交

易通道,降低其数字要素参与全国流通的门槛,
借助东部成熟的市场体系激活西部数据价值。
此外,搭建跨区域数字要素共享平台,积极探索

建立合规高效的数字流通体系,实现数字要素

在不同区域之间的互联互通,为传统产业数字

化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与此同时,加大对数字

技术研发的支持力度,促进数字技术与传统产

业的深度融合,充分释放数字要素应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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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
 

factors,
 

as
 

a
 

new
 

type
 

of
 

production
 

factor,
 

are
 

permeating
 

various
 

industrial
 

sectors
 

rapidly.
 

They
 

provide
 

powerful
 

momentum
 

for
 

urban
 

economic
 

growth
 

and
 

profoundly
 

reshape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by
 

playing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narrowing
 

the
 

development
 

gap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s
 

well
 

as
 

among
 

cities.
 

Drawing
 

on
 

the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Its
 

Core
 

Industries
 

( 2021)
 

and
 

employing
 

input-output
 

analysis,
 

this
 

paper
 

measures
 

the
 

integration
 

of
 

the
 

digital
 

and
 

real
 

economy
 

in
 

various
 

cities,
 

aiming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digital
 

factor
 

inputs
 

on
 

the
 

convergence
 

of
 

urban
 

economic
 

growth
 

and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digital
 

factor
 

investment
 

generates
 

a
 

notabl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effectively
 

promoting
 

convergence
 

in
 

urban
 

economic
 

growth.
 

It
 

raises
 

the
 

speed
 

of
 

absolute
 

convergence
 

and
 

conditional
 

convergence
 

by
 

15. 74%
 

and
 

4. 83%,
 

respectively,
 

and
 

exerts
 

heterogeneous
 

influences
 

on
 

club
 

convergence
 

in
 

cities
 

with
 

different
 

geographical
 

locations,
 

administrative
 

tiers,
 

and
 

resource
 

endowments.
 

Mechanism
 

tests
 

confirm
 

that
 

digital
 

factors
 

produce
 

spatial
 

effects
 

primarily
 

through
 

two
 

channels:
 

(1)
 

breaking
 

down
 

regional
 

barriers
 

and
 

administrative
 

monopolies,
 

thereby
 

mitigating
 

market
 

segmentation
 

and
 

facilitating
 

the
 

freer
 

flow
 

and
 

optimal
 

allocation
 

of
 

production
 

factors
 

across
 

broader
 

areas;
 

(2)
 

accelerating
 

the
 

cross-regional
 

dissemination
 

and
 

diffusion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thereby
 

lowering
 

the
 

costs
 

of
 

technology
 

acquisition
 

and
 

application
 

and
 

fostering
 

the
 

sharing
 

of
 

innovation
 

outcomes
 

among
 

cities.
 

Further
 

analysis
 

distinguishing
 

types
 

of
 

digital
 

factors
 

shows
 

that
 

inputs
 

in
 

digital
 

products
 

and
 

services,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software
 

contribute
 

more
 

to
 

urban
 

economic
 

growth
 

convergence
 

than
 

investments
 

in
 

digital
 

infrastructure
 

hardware.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efficiency
 

and
 

equity
 

issu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from
 

an
 

urban
 

system
 

perspective
 

and
 

offers
 

policy
 

insights
 

into
 

leveraging
 

the
 

spatial
 

effects
 

of
 

digital
 

factor
 

inputs
 

to
 

promote
 

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digital
 

factors;
 

economic
 

growth;
 

β
 

convergence;
 

club
 

convergence;
 

spatial
 

effect;
 

integration
 

of
 

the
 

digital
 

and
 

re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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